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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协调度

刘晏冰１，２，韩宝龙１，刘晶茹１，欧阳志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城市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是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典型代表。 城市人与自然协调度是认识人与自然耦合

机制重要内容，对揭示城市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导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水资源开发强度、土地开发强度、水资

源供给能力、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与碳排放强度五个方面分析城市人与自然协调度特征，评估城市建设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程度，并评估了我国 １４６ 个城市的协调度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经济规模、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生态地

理区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 年城市平均协调度指数为 ８７．９０，不同城市的协调度差距很大且协调度与城

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六大生态地理区中，西南地区协调度最高，协调度指数为 ９２．８１，西北地区协

调度最低，协调度指数为 ８２．２５。 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对自然环境影响仍然较大，并表现为（１）我国城市发展总体仍

处于高需求高排放的发展阶段；（２）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影响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碳排放强度在改善城市人与自然协调度中发挥作用。 最后，从优化城市布局、提高水、能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等方面提出

政策建议，为评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依据。
关键词：人与自然耦合系统；城市；协调度；城市规模；生态地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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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 ｃｉｔｙ” （８９．１１）＞ｔｈ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８８．１０）＞ｔｈｅ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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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 ｃｌａｓｓ ＩＩ ｃｉｔｙ” （ ８１． ５６） ＞ ｔｈｅ “ ｃｌａｓｓ Ｉ ｃｉｔｙ” （ ７８． ０７）． （ ４）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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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ｄ ｈｉｇｈ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ｅｎｇ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ｅａｓｔ， ｗｅ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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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ＮＳ）； ｃｉｔｙ；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ｅｃ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Ｎａｔｕｒｅ》发布国际地层委员会第四纪地层分会下属的“人类世工作小组”的消息，认为

地球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１］。 这表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之深刻已经足够载入地球的历

史。 为了认识人与自然的耦合关系，人们将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人类与自然环境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功能整体

称为人与自然耦合系统（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ＮＳ） ［２］，随着人与自然耦合关系的日益增

强，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逐渐关注到复合生态系统这一跨学科领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也就成为了现代生

态学的研究热点。
人与自然耦合关系分为正向耦合和负向耦合，正向耦合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而负向耦合

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即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来获得发展，反过来自然环境退化制约人类的进一

步发展，形成生态环境危机。 认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是揭示人与自然耦合关系的重要课题，并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早期对协调度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３⁃５］，之后逐渐发展为综合定量评估：如基于经

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两两之间协调关系［６⁃７］，从协调人地关系角度探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

的相互影响［８⁃９］，运用理论模型定量研究协调能力［１０⁃１１］，对生态环境与 ＧＤＰ 的关系开展协调评估［１２⁃１４］，以生

态承载力评判城市化协调度［１５⁃１６］等方式反映协调程度。
上述研究基于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承载力等角度在全国、区域、省域、市域等不同尺度对城市发

展协调度进行了评估，为揭示我国城市发展中经济构件、自然地理基础与人口数量规模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

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因侧重点不同，指标体系、分析技术难易均有显著差别，且纳

入了过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考量，而忽略了“人及人工产物”的重要影响。 ＣＨＡＮＳ 认为人类对自然

的影响是 ＣＨＡＮＳ 的象征之一［１７］，且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具有空间［１８］、时间［１９］、自组织［２０］的复杂性。 城市是最

为典型的以“人”为主导的生态系统［２１］，城市生态系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改造所建设的人工生态系

统［２２⁃２３］。 因此，对城市协调度的评估，应从人与自然耦合的角度，关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
由于城市人与自然耦合的协调度取决于人类从自然界获得利益的同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

否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匹配，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退化与破坏。 因此，本文以城市生态系统为对象，通过分析比

较全国 １４６ 个城市资源利用、资源供给能力、土地开发强度、污染物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等方面，评估不同城

市人与自然耦合的协调度，并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地理区等方面分析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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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期为减少城市建设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能力提供参考。

１　 方法

１．１　 指标选取

城市发展依托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方式及方向由人类行为

活动决定，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剧烈的人类活动类型。 城市化不应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是在发展的同

时尽可能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使自然格局最大化地得到保留。 因此，本文定义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

度为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影响越低则协调度越高。 这里的城市应为人口集聚区，而不是简单的

城市行政区。 为了兼顾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市辖区代表城市人口集聚区。
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本研究指标选取既要体现自然系统对人类

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也应反映人类系统对自然的反馈，且要普遍适用于我国不同自然地理区、不同发展方向

的各个城市。 其中资源消耗主要关注水资源消耗和土地资源消耗，二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自然资源基

础，决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和城市扩张的阈值；污染排放主要关注污水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二者是人类经济

社会活动的主要代谢产物，且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显著。 为了消除城市占地禀赋上的差异影响，土地资源和

污染排放指标采用单位面积量（即资源利用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最终有 ＣＨＡＮＳ 协调度评价指标：水资源

开发强度（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Ｉ）、土地开发强度 （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ＬＩ）、水资源供给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Ｓ）、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 （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Ｉ）、碳排放强度 （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Ｉ）。 水资源开发强度和土地资源开发强度反映了人类对自然惠益的索取程度，水资源供给能力反

映自然对城市发展的支持能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则量化了自然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承受现状。

ＷＩｉ ＝
Ｓｉ

Ｗｉ
　 　 　 （１）

ＬＩｉ ＝
Ｌｉ

Ａｉ
（２）

ＷＳｉ ＝
Ｓｉ － Ｔｉ

Ｓｉ

× １００ （３）

ＥＩｉ ＝
Ｄｉ

Ａｉ
（４）

ＣＩｉ ＝
Ｃ ｉ

Ａｉ
（５）

式中， ＷＩ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Ｓ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供水总量（亿 ｍ３），Ｗ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

市水资源总量（亿 ｍ３）， ＬＩ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土地开发强度， Ｌ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ｋｍ２）， Ａｉ 为

第 ｉ 个样本城市面积（ｋｍ２）， ＷＳ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水资源供给能力（％）， Ｔ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供水水源中的

调水总量（亿 ｍ３）， ＥＩ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万 ｍ３ ／ ｋｍ２）， Ｄ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污水排放总

量（万 ｍ３）， ＣＩ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碳排放强度（百万 ｔ ／ ｋｍ２）， Ｃ ｉ 为第 ｉ 个样本城市碳排放总量（百万 ｔ）。 所有

指标都进行了正向化处理，即得分越高越好。
进一步，为了消除指标间的数量规模差异，并降维计算出综合协调度指标，对上述五个分项指标进行 ０—

１ 标准化运算，其中水资源供给能力为正向指标，使用公式（６）计算，其余指标均为负向指标，使用公式（７）进
行标准化。

Ｘ^ 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６）

Ｘ^ ｉ，ｊ ＝
ｍａｘｘｉ，ｊ －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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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Ｘ ｉ，ｊ 为第 ｉ 个指标第 ｊ 个样本城市原始数据， Ｘ^ ｉ，ｊ 为第 ｉ 个指标第 ｊ 个样本城市标准化后的值。 标准化

后，数据均在 ０—１ 之间，１ 代表该项指标是相对最协调状态。
由于标准化后的各项指标值为无量纲量，因此，采用几何平均数的方法进行降维，Ｈ 为人与自然耦合协调

度指数。

Ｈ ＝
５
ＷＩ＾ × ＬＩ＾ × ＷＳ＾ × ＥＩ＾ × ＣＩ＾ （８）

由于 ０—１ 标准化后的数据含有 ０ 值，不能有效进行几何平均数计算，本文将各指标的得分值域调整为

［１，９９］， Ｉｉ，ｊ＾ 为第 ｉ 个指标第 ｊ 个样本城市调整后得分，方法如下：

Ｉｉ，ｊ＾ ＝ Ｘ^ ｉ，ｊ × １００ ＋ １( ) － １０１ － ９９( ) × Ｘ ｉ，ｊ
＾ （９）

１．２　 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中国 １４６ 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并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的通知》按照人口规模进行分类，超大城市（人口＞１０００ 万） ６ 个，特大城市（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 ８ 个，大城市

（１００—５００ 万）８３ 个，中小城市（人口＜１００ 万）４９ 个；同时，将样本城市按照经济规模分为 ４ 类，其中，Ⅰ类城

市（ＧＤＰ＞１００００ 亿元）７ 个，Ⅱ类城市（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亿元）９ 个，Ⅲ类城市（５００—５０００ 亿元）９３ 个、Ⅳ类城市

（ＧＤＰ＜５００ 亿元）３７ 个。 为了研究协调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利用聚类分析，将城市按照人均 ＧＤＰ 分为

３ 类：Ａ 类城市（人均 ＧＤＰ＞１２ 万元）１７ 个、Ｂ 类城市（５．９ 万元—１２ 万元）７９ 个、Ｃ 类城市（人均 ＧＤＰ＜５．９ 万

元）５０ 个。 最后，考虑自然环境禀赋的差异，根据自然地理区分为 ６ 类城市，其中，东北地区 １６ 个、华北地区

１３ 个、华南地区 ３９ 个、华东地区 ５５ 个、西南地区 ９ 个、西北地区 １４ 个样本城市。
水资源开发强度和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主要依托市辖区供水总量数据，供水总量以及调水量来自 ２０１６

年各城市水资源公报；土地开发强度分析主要依托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以及城市总面积数据，污水排放强度

分析主要依托市辖区污水排放总量数据，来自 ２０１７ 年各城市统计年鉴；碳排放强度分析主要依托碳排放数

据，碳排放数据是自上而下地对中国主要城市 １７ 种化石燃料与 ４６ 个社会经济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计

算得出［２４⁃２７］。 由于碳排放数据没有办法细分至市辖区，所以采用全市数据。

２　 结果

２．１　 城市协调度总体特征

２０１６ 年我国主要城市的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为 ８７．９０。 伊春市协调度最高，银川市最低，二
者相差 ８４．４４，说明我国城市间协调度差异明显。 伊春不仅协调度最好，同时有 ４ 项指标位于前五，分别是水

资源开发强度、水资源供给能力、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吐鲁番也有 ４ 项分指标位于前五，但由

于水资源开发强度仅在第 １３５ 位，所以其协调度指数并不高，排在第 ４２ 位。 五项分指标中，水资源开发强度

得分具有明显断层，银川、乌海以及克拉玛依水资源开发强度得分与其余城市差距显著：乌海市水资源开发强

度得分仅 ４．３６，是除银川外水资源开发强度最大的城市，尽管其余四项分指标得分较好，但其协调度指数低，
排在倒数第 ７ 位。 而银川与克拉玛依不仅水资源开发量远超当地水资源保有量，且由于二者本地水源供给能

力较低，均需要依靠境外调水维持城市日常供水，因此二者水资源供给能力得分也不高，银川市本地水源仅占

供水量的 １３．２５％，尽管其余三项分指标得分较好，但其协调度指数低，分别排在倒数第 ４、５ 位，说明只有当各

指标都得分较高时，城市才能有较好的协调度。
２．２　 按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级比较

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之间的协调度排序如下（表 １）：中小城市（８９．１１）＞大城市（８８．１０）＞特大城市（８７．２６）＞
超大城市（７６．１２），土地开发强度、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加而上升，碳排放强度随着城市

人口规模增加而降低，此外，水资源开发强度与水资源供给能力与城市人口呈“纺锤形”变化，特大城市与超

大城市在水资源开发强度与水资源供给能力两项指标得分中分别位于首末位；同时，进行秩相关分析，人口规

１８５５　 １４ 期 　 　 　 刘晏冰　 等：我国城市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协调度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模与协调度（ ｒ＝ －０．２４６，Ｐ＝ ０．００３）具有负相关关系。

表 １　 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协调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ｓ

城市人口规模
Ｃ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ｓ

水资源
开发强度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土地开
发强度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水资源
供给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环境污染物
排放强度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碳排放强度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协调度指数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超大城市 Ｓｕｐｅｒ ｃｉｔｙ ８８．７４ ７８．７０ ７８．５１ ６７．８４ ９０．９７ ７６．１２

特大城市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９４．２２ ８１．４７ ９９．００ ７８．１２ ８６．６３ ８７．２６

大城市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９３．５１ ８７．５６ ９４．６６ ８７．１７ ８４．８５ ８８．１０

中小城市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 ｃｉｔｙ ９０．３１ ８９．０７ ９７．８５ ９２．９０ ８４．８３ ８９．１１

２．３　 按照城市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分级比较

将各城市按经济规模和人均 ＧＤＰ 分为不同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以经济规模分析，协调度指数表现

为Ⅳ类城市（９４．０２）＞Ⅲ类城市（８６．８３） ＞Ⅱ类城市（８１．５６） ＞Ⅰ类城市（７８．０７）的规律。 同时，秩相关分析显

示，ＧＤＰ 总量与协调度（ ｒ＝ －０．４８９，Ｐ＝ ０．０００）负相关。
以人均 ＧＤＰ 分析，协调度指数表现为：Ｃ 类城市（９３．８２）＞Ｂ 类城市（８６．７８） ＞Ａ 类城市（７５．７３）。 同时，秩

相关分析显示人均 ＧＤＰ 与协调度（ ｒ＝ －０．５９７，Ｐ＝ ０．０００）呈现负相关。
２．４　 按照城市所属生态地理区进行分级比较

从六大生态地理区来看，城市协调度指数呈现西南（９２．８１） ＞东北（９０．２０） ＞华东（８９．６０） ＞华南（８６．５２） ＞
华北（８４．７７）＞西北（８２．２５）的趋势（表 ２）。 东北无明显短板，且有三项分指标位于首位，华北碳排放问题尤为

严重，对水资源供给压力也过大，华南各分指标均较低，得分最高项水资源开发强度和水资源供给能力也仅在

全国第四位，华东各指标两极分化，水资源开发较好，西南水资源供给能力与碳排放为全国最优，环境污染问

题相对较重，水资源是西北地区协调度主要限制因素，水资源开发强度与供给能力得分均为全国最低。

表 ２　 不同生态地理区协调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生态地理区
Ｅｃ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水资源
开发强度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土地开
发强度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水资源
供给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环境污染物
排放强度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碳排放强度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协调度指数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９４．３１ ８９．６２ ９９．００ ９０．１１ ９２．４１ ９２．８１

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７４．９４ ８９．４５ ８８．３８ ９１．８８ ８９．１４ ８２．２５

华东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９５．４８ ８６．１８ ９５．６２ ８６．９２ ８６．７１ ８９．６０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９７．５６ ９１．１８ ９９．００ ９１．０８ ８３．７９ ９０．２０

华南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９４．０４ ８５．６１ ９５．３０ ８４．２５ ８３．３４ ８６．５２

华北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８４．２１ ９０．２７ ９４．３３ ９２．１６ ７６．８４ ８４．７７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我国 １４６ 个城市为案例，从资源消耗、资源供给、污染排放角度研究了它们在 ２０１６ 年的人与自然

耦合协调度水平，并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生态地理区等角度开展分级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１）按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级比较，协调度：中小城市（８９．１１） ＞大城市（８８．１０） ＞特大城市（８７．２６） ＞超大城

市（７６．１２）；（２）按照城市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分级比较，协调度排序为：Ⅳ类城市（９４．０２） ＞Ⅲ类城

市（８６．８３）＞Ⅱ类城市（８１．５６）＞Ⅰ类城市（７８．０７），Ｃ 类城市（９３．８２）＞Ｂ 类城市（８６．７８）＞Ａ 类城市（７５．７３）；（３）
按照城市所属生态地理区进行分级比较，协调度依次为：西南（９２．８１） ＞东北（９０．２０） ＞华东（８９．６０） ＞华南

２８５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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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５２）＞华北（８４．７７）＞西北（８２．２５）。
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具有如下特征：

３．１　 我国城市发展总体仍处于高需求高排放的发展阶段

无论从人口规模（２．２）、经济规模（２．３）、还是社会发展水平（２．３，人均 ＧＤＰ）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城市

发展与协调度指数总体呈显著的秩负相关关系，尤其是水资源开发强度、水资源供给能力、环境污染物排放强

度、土地开发强度与城市发展显著正相关。 以人口规模为例，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大于 １０００ 万）
协调度指数仅为 ７６．１２，相较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小于 １００ 万，８９．１１ 得分）低 １５％，差距明显。 这也与许多学

者的研究结论一致，Ｍａｋｏｔｏ ｙｏｋｏｈａｒｉ 以亚洲大规模城市为案例开展研究，认为亚洲大城市如果不进行规模控

制，将面临更大的生态环境压力［２８］。 陈凤桂等［２９］、吕志强等［３０］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土地城市化快

于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也说明土地资源消耗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此外，从生态地理区（表 ２）
来看，华东、华南这些发展较好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以及对水资源的供给需求显著高于其

他地区，同样表明，城市发展与协调度呈现负相关，这表明我国城市发展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３．２　 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影响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

根据协调度指数的指标体系结构，水资源禀赋不仅影响水资源开发强度和水资源供给能力，还通过能源

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 在生态地理区与协调度相关性的分析中发现，水资源禀赋匮乏的西北和华北地

区其水资源开发强度大，且众多城市需要通过跨流域调水维持日常稳定供水，水资源开发强度与供给能力得

分低；同样，由于水资源禀赋匮乏，使华北地区的水电供给较少，最终导致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华南、华东等城

市发展更好和水资源更为丰沛的地区。
从生态地理区的协调度分析中可以发现，华东和华南地区作为我国的主要制造业地区其污染排放强度最

高，对协调度指数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同时，在经济规模分级的协调度分析中也发现，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

规模最大城市（Ⅰ型城市）污染物排放强度最大。 可见生态环境承载力对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高低产生

重要影响，这也是造成我国不同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社会发展水平城市间协调度差异的原因之一。
３．３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在改善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中发挥作用

一方面，前述研究认为两项开发强度、资源供给能力及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城市发展水平正相关；另一

方面，通过对所有协调度分项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碳排放强度与其他指标之间互不相关（表 ３）；同时，在
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分级协调度分析中，碳排放强度与 ＧＤＰ 总量（ ｒ ＝ －０．３０５，Ｐ ＝ ０．０００）、人均 ＧＤＰ （ ｒ ＝
－０．４４９，Ｐ＝ ０．０００）均呈现负相关。 因此，认为我国碳排放强度与城市发展出现脱钩特征，即城市发展不再以

化石能源消耗为驱动力。 在此情境下，城市碳减排工作将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最先和最易进行协调度提高

的切入点。 以深圳为例，２０１８ 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长 ３．８％，经济增长 ７．６％，人均 ＧＤＰ 增长 ３．８％，但是单位能

源消耗下降 ４．２％。
３．４　 改善我国城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总体仍处于高需求高排放的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土地供给规模都是推动城

市人与自然耦合协调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城市需要进行人口规模控制，并将产业向低占地、低资源消耗

的产业转型，如发展研发、设计、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 首先，通过向知识型经济转型降低城市人口规模，达到

压缩生活型服务业供给的目的，实现劳动力需求在根本上的疏解；其次，通过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可以使“工业上楼”，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当对生态空间实施管控，通过维持

生态空间底线管理，提升土地高效利用的积极性，缓解土地开发协调度下降的趋势。
水资源禀赋不足和产业空间布局等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布局错配也是导致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 一方

面，应当在水资源禀赋不足的地方加大对节水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如增加对节水器具的补贴，在发达地区探

索海水淡化利用等；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情况进行产业准入控制，逐步清退超承载力的

产业。

３８５５　 １４ 期 　 　 　 刘晏冰　 等：我国城市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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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分指标秩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ｅｘ

指标名称
Ｉｎｄｅｘ ｎａｍｅ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水资源
开发强度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土地开发强度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水资源
供给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环境污染物
排放强度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碳排放强度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水资源开发强度 相关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３８７ ０．７５７∗∗ ０．２７９ ０．１９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显著性（双尾）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７ ０．４６２

个案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土地开发强度 相关系数 ０．３８７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７∗ ０．９４９∗∗ ０．０７４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显著性（双尾）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９

个案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水资源供给能力 相关系数 ０．７５７∗∗ ０．５９７∗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０．１２３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６３９

个案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 相关系数 ０．２７９ ０．９４９∗∗ ０．５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６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显著性（双尾） ０．２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７７２

个案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碳排放强度 相关系数 ０．１９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７６ １．０００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显著性（双尾） ０．４６２ ０．７７９ ０．６３９ ０．７７２ 　

个案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表示在 ０．０１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 ０．０５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能源结构差异是引起城市间碳排放协调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通过增加清洁能源供给，达到减轻对化石能

源依赖，适度开发水电资源，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产业，做好清洁能源上网并网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政策引导

设计，能够有效的提升清洁能源供给积极性。 同时，要防范碳排放的产业链转移问题，虽然城市电动汽车快速

增加，但如果依靠远距离的火力发电上网转移供电，其本质上还是增加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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